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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企业生产率分布被视为衡量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指标，而作为市
场化改革的重要措施，我国行政服务中心的成立是否影响了企业生产率引发了众多关
注。本文着重考察这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否以及通过什么机制改善了城市的企业生
产率分布。本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分析表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显著降低了城市企业
生产率分布的离散程度，优化了企业间资源配置，该结论具有稳健性。其影响主要来自
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市场选择效应和激励效应，与高生产率企业相比，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能够给低生产率企业带来更强的激励效应。进一步，本文考察了企业激励效应的实现
途径。实证分析显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促进在位企业技术创新方面，不同生产率水
平的企业间并无显著差异; 企业生产率分布的改善主要来自低生产率在位企业更显著的
改进管理方式与降低管理成本等所带来的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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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关于微观企业生产率分布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企业间的生产率存在持久性的差异( Bartelsman
和 Doms，2000; Syverson，2004a，2004b; Hsieh 和 Klenow，2009) ，即使在欧美发达国家之间这种差异
也是巨大的( Bartelsman 等，2013) 。企业生产率分布背后可能隐藏着资源配置信息，显然有效的市
场竞争机制在长期将促使资源流向高生产率企业，而将低生产率企业淘汰出局，这种作用的长期
结果是将 出 现 一 个 退 化 的 企 业 生 产 率 分 布，即 所 有 的 存 活 企 业 都 具 有 相 近 的 生 产 率 水 平
( Syverson，2004b; Hsieh 和 Klenow，2009) 。因此，企业生产率存在持久性差异的事实暗示着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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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非市场因素的存在，相关制度性因素，如低效率的金融体系、偏向性的产业政策和对进入企业
施行的管制措施等，都可能对企业间资源配置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生产率分布。而在发展
中国家，类似的制度性因素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可能更大也更显著，企业生产率分布也显
示出更为分散的特点。作为一个处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企业生产率分布也
表现出与制度逐步完善相一致的变化趋势。根据本文的测算，总体而言，1998—2007 年企业生产
率的离散程度在下降，但各地区之间生产率离散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地区之间的生产率离散情况
也显示出持久性差异。在此，本文要深入考察的核心问题是，我国积极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是否对
企业生产率分布有重要影响? 其作用机制如何?
关于企业生产率分布，许多文献关注企业生产率存在持久性差异这一事实并对其加以解释。
一些研究从技术冲击、管理能力、研究和开发、人力资本等供给因素方面展开分析( Bartelsman 和
Doms，2000) ，还有一些研究尝试从产品替代性等需求因素方面进行解释( Syverson，2004a，2004b;
孙浦阳等，2013) 。新新贸易理论则提出贸易自由化促进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流
动，从而使企业生产率分布逐渐均匀化( Melitz，2003; Melitz 和 Ottaviano，2008; Holmes 等，2014 ) 。
而近年来关于企业生产率分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从资源错配的视角分析企业生产率分布特
点及动态变化，并进一步探究造成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资源错配的原因( Banerjee 和 Duflo，2005;
Hsieh 和 Klenow，2009; Song 等，2011; Midrigan 和 Xu，2014; 马光荣，2014; 蒋为、张龙鹏，2015; 李蕾
蕾、盛丹，2018) 。相关研究强调一些非市场因素，特别是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可能会阻碍资源
在不同企业间流动，从而影响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并可能最终影响企业生产率分布( Kiyota 和
Okazaki，2010; Garicano 等，2016) 。
不难设想，优化政府服务、减少干预企业经济活动的改革，如政府建立的各种形式的“一站
式”服务机构，能够有效减少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和成本，促进各类资源的自由流动，给企
业和当地经济带来积极影响。Branstetter 等( 2014 ) 发现，葡萄牙建立的“一站式”服务机构“On
the Spot Firm”减少了企业的等待时间和成本，使进入企业的数量增加。而国内研究对中国各级
政府设立的集中审批服务机构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相关研究指出，地方行
政服务中心的设立降低了企业的交易费用，从而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 夏杰长、刘诚，2017 ) ;
通过跨部门协调促进了新企业的进入( 毕青苗等，2018 ) ; 通过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
了在位企业的创新( 王永进、冯笑，2018 ) ; 减少地方政府审批权限( 刘诚、钟春平，2018 ) 、缩小
地方政府收益 － 贡献比例差异( 吴利学、刘诚，2018 ) ，能够帮助化解过剩产能，提高产能利用
率。总之，这些研究均表明集中审批服务机构的设立能够减少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和成
本，使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约束，促进了企业成长和当地经
济发展。
基于本研究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研究者针对企业生产率分布和政府集中服务机构的影响
进行了大量分析，但尚未有文献直接分析集中服务机构对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影响。本文将以各
地级行政区建立的“一站式”集中行政审批服务机构———行政服务中心①为考察对象，分析其设
立对地区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可以视为对上述研究，特别是中国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影响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和重要补充。与上述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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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各地的集中审批机构名称有行政审批中心、行政服务中心、政务中心、政务大厅、政务超市、市民之家、便民服务中心等，
不一而足，本文统称为行政服务中心。
个方面: 一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影响，识
别出行政服务中心对企业生产率分布所产生的激励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 二是进一步揭示了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不同生产率水平企业的差异性影响，验证了该项改革对高生产率企业和低生
产率企业的激励作用存在显著差异，低生产率企业面临更大的提升生产率的激励和退出压力; 三
是与相关文献主要关注生产率中的技术创新不同，本文的分析进一步考察了企业生产率变化中
的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改进。本文的分析显示，相较于技术创新，改进管理方式、降低管理成本、
提升管理效率更可能是低生产率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渠道，这是有关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研究的一个不同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经济影响与
作用，对政府通过采取差异化的针对性措施更有效地促进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积极的参
考意义。
本文其余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基于对相关理论和研究文献的进一步讨论，提出本
文的具体研究假说; 第三部分讨论本文的计量模型设计，并对数据进行说明; 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
与分析，分析了基本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并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处理; 第
五部分进一步对微观机制展开检验; 第六部分是结论与简要讨论。
二、研究假说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在原有的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经济格局中，不断打破市场进入
的阻隔，促进民营企业的增长，同时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通过“抓大放小”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
状况( Hsieh 和 Song，2015) 。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治
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艾琳、王刚，2014) ，是转变政府职能、调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突破口( 朱旭
峰、张友浪，2015) 。自 2001 年国务院全面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取消和下放了数千项行
政审批事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各地建立的“一站式”集中行政审批服务机构———行政服务
中心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集大成者( 夏杰长、刘诚，2017 ) ，是地方政府的一项制度创新和组织
创新。
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行政服务中心将不同职能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集中
到一个场所办理，实现了“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许多地区在对职能部
门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集中之前，对各部门的审批事项进行了重新审查和精简，对行政审批流程
进行了简化和压缩，一些不必要甚至重复的行政审批事项被清理，提高了审批效率，公开透明的审
批程序也减少了腐败行为的发生。对企业而言，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减少了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所需的许可和登记注册项目，使企业不再为了审批而在不同部门间来回奔波。同时，这意味着
政府管制的放松，政府部门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受到一定的约束，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①
减少( 夏杰长、刘诚，2017; 王永进、冯笑，2018) 。政府管制的放松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减少提高了
潜在企业进入市场的可能性( Klapper 等，2006; Branstetter 等，2014; 毕青苗等，2018 ) ，市场结构因
此发生变化，在位企业面临更大的进入威胁和竞争压力。
市场竞争加剧，既可能使企业为摆脱竞争、避免破产倒闭而努力提升其生产率水平，也可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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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既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各个方面与之相关的成本，也包括新企业注册时所支付的进入成本( 毕
青苗等，2018) 。
企业因竞争带来的创新租金消散而从事创新活动以提高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减弱( Aghion 等，2005;
简泽、段永瑞，2012) 。市场竞争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在企业技术水平相近
的平衡发展部门摆脱竞争效应可能占主导，在非平衡发展部门租金消散效应则可能更具主导作用
( Aghion 等，2005; Aghion 等，2009) 。由于企业在年龄、规模、所有制结构、生产率等方面存在异质
性，即使处在相同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不同企业所感知的竞争压力也可能不同。而与 Aghion 等
( 2005) 和 Aghion 等( 2009) 的研究结果不同的是，从本文的数据观察和初步统计分析中可以发现，
我国新进入企业的生产率大多比高生产率的在位企业低，①因此，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使市场竞
争程度提高可能主要体现为生产率相对较低企业的竞争加剧。因为在这种竞争环境下，与高生
产率企业相比，低生产率企业面临的市场份额下降风险和退出威胁更大，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
新以提高生产率的激励也更大，摆脱竞争效应更可能占主导作用。相反，低生产率企业的进入给
高生产率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较小，企业改进技术和加强管理以提高生产率的激励也相对较弱，
竞争的租金消散效应将起支配作用( 简泽、段永瑞，2012 ) 。因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能会使生
产率相对较低的企业更快地提升其生产率水平，这可以视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激励效应。同
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使那些难以实现生产率提升的低生产率企业退出的可能性增大，这是达尔
文主义的市场选择效应。简言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能通过促进市场竞争使企业生产率分布
的离散程度下降，其具体作用机制主要有二: 一是使不同企业面临不同的提升生产率的激励效
应; 二是使不同企业面临不同的退出可能性的市场选择效应。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如下研究
假说。
首先，总体而论，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会降低企业生产率分布的离散程度。
其次，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具体影响机制上，本文提出假说 2。
假说 2: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使不同生产率企业面临不同的竞争压力。相较于高生产率企业，
低生产率企业将因面临更大的摆脱竞争的激励效应而更加努力地提高其生产率水平，同时难以实
现生产率水平提升的低生产率企业退出的可能性将增大。
最后，进一步的关键问题是，当迫于竞争压力，低生产率企业面临更大的提高生产率的激励
时，这些企业如何提高其生产率? 无疑，技术创新是企业提高生产率水平最重要的方式，相关的研
究文献通常将企业创新默认为技术创新，在实证研究中一般将企业申请( 或授权) 的专利数量或者
Ｒ＆D 投入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 Aghion 等，2009; 王永进、冯笑，2018 ) 。然而，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不仅受到诸如新的机器和产品等有形技术的影响，而且与企业的管理技术和生产过程密切相
关( Alexopoulos 和 Tombe，2012) 。企业在权衡创新成本与创新收益时，必然要考虑自身所具备的
条件和能力。低生产率企业通常缺乏进行自主技术创新的能力，即便是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也
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吸收能力，加之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所隐含的失败风险，技术创新可能并不
是面临竞争压力的低生产率企业的最优选择。此时，进一步挖掘内部潜力，改善企业的管理现状，
可能是低生产率企业实现生产率提升的一条可行路径。相关研究也表明，在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时
企业有提升管理质量的激励( Nickell，1996; Ｒaith，2003; Bloom 和 Van Ｒeenen，2007) ，竞争使委托人
能够更好地掌握关于代理人行动的信息，进而促使代理人提高其努力程度( Hart，1983) 。同时，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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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企业进入或退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新进入企业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要低于在位企业，李平等( 2012) 也曾指出同
样的情况。
争使企业面临的破产风险增大，也会提升经理人的努力水平( Schmidt，1997; Baggs 和 Bettignies，
2007) 。因此，对低生产率企业而言，在缺乏技术创新的相对优势下，竞争可能会使其更加努力地
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以实现企业管理成本的降低和管理效率的提升。为此，本文进一步提
出假说 3。
假说 3: 受限于技术创新能力和条件，低生产率企业将更可能致力于通过挖掘内部潜力、改善
企业管理现状、降低企业管理成本等方式来提升生产率水平。
下面将利用我国相关经济数据对以上研究假说展开实证检验。
三、实证设计与数据说明
( 一) 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为检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Dispersionit = α0 + α1Centerit + Xitβ + γi + δt + μit ( 1)
其中，下标 i 表示地区，t 为时期。被解释变量 Dispersionit表示 i 地区在 t 时期的企业生产率离
散程度。Centerit表示 i 地区在 t 时期是否成立了行政服务中心，若已经成立了行政服务中心则该值
为 1，反之则取 0。Xit表示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γi、δt 分别表示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μit
为随机误差项。如果 α1 ＜ 0，则说明行政服务中心的成立能够降低企业生产率的离散程度，反之则
说明行政服务中心的成立提高了企业生产率的离散程度。
对于被解释变量，本文参考李力行等( 2016 ) 和江艇等( 2018 ) 的做法，在计算得到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基础上，计算各个地区两位数行业的生产率离散程度，再以地区各个行业的收入份额为
权重，将地区 － 行业的生产率离散程度加总到地区层面，最后得到地区层面的生产率分布指标。①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普通 OLS 方法面临同时性偏差和选择性偏差的问题，而 OP 方法和
LP 方法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同时，由于采用半参数的估计方法，OP 方法和 LP 方法规避了普通
OLS 方法的生产函数形式设定问题。因此，本文将基于 OP 方法计算的生产率离散程度作为基本
回归结果给出，而将基于 LP 方法计算的结果作为稳健性检验。关于企业生产率离散程度，常见的
是使用生产率的标准差和分位差( Syverson，2004b; 孙浦阳等，2013 ) ，本文选择生产率的标准差作
为反映企业生产率离散程度的主要被解释变量，显然该值越大说明该地区企业生产率的离散程度
越高。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行政服务中心。通过考察相关资料和研究文献可以发现，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其主要体现在行政审批
事项的精简、行政审批方式的创新和行政审批的制度化三个方面，而这些都在行政服务中心得到
充分体现。恰如夏杰长和刘诚( 2017) 等所描述的，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
集大成者。由此，使用行政服务中心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代理变量也是近年来国内多数研
究文献的通常做法( 朱旭峰、张友浪，2015 ; 夏杰长、刘诚，2017 ; 毕青苗等，2018 ; 王永进、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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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将各个行业的生产率离散程度加总到地区层面的做法，避免了部分行业出现异常值给回归结果带来的干扰，在某种程度
上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城市总体的企业生产率离散情况。同时，根据李力行等( 2016 ) 和江艇等( 2018 ) 的研究，该指标可以更准确
地反映该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状况。
2018 ; 刘诚、钟春平，2018) 。进一步，本文也注意到近年来出现了建立在行政服务中心基础上的
行政审批局等新的改革，但基于数据的完善性与匹配度等问题，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本文仍将
是否设立行政服务中心作为衡量该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强度的代理变量，以分析其对企业生
产率分布的影响。①
参考相关文献( Syverson，2004b; 朱旭峰、张友浪，2015; 毕青苗等，2018) ，本文选择一些能够反
映地区产业或企业特征以及地区宏观环境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反映地区产业或企业特征的指
标包括: 平均企业规模( Scale) ，用企业平均雇工数量表示; 平均资本使用密度( KL) ，用实际资本存
量与全部从业人员数之比表示②; 出口倾向( Export) ，用存在出口行为的企业数量比例表示。反映
地区宏观环境的指标包括: 人口规模( Population) ，反映地区的市场规模，用地区年末人口数表示;
人均实际 GDP( Pergdp) ，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Structure) ，表示该
地区的产业结构; 存贷比( Loan_to_deposit) ，反映该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反
映经济对外开放程度; 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数( Infrastructure) ，反映该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 市场化
指数( Market) ，反映地区市场发育程度。上述控制变量，除了指标本身是百分比或者比例之外，其
他都进行对数化处理。
本文所考虑的主要样本期( 1998—2007 年) 经历了国有企业改革、加入 WTO 等政策冲击，各地
行政服务中心设立的高峰年份( 2001 年和 2002 年) 恰好与地方党代会召开的时间重叠③( 周黎安
等，2013) ，如果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与上述政策冲击存在密切关联，那么本文对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影响的研究就存在偏误，因此要准确识别行政服务中心与企业生产率分布之间的因果效应，必
须对这些政策冲击加以控制。借鉴相关文献( 朱旭峰、张友浪，2015; 毕青苗等，2018; 王永进、冯
笑，2018) ，本文分别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 用地区国有企业数量比例来表示，SOE) 、对外贸易依存
度( 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Open) 和地区主要领导的变化( 用市委书记
和市长的任期来表示，Tenure; 进一步引入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年龄，Age) 对上述三项政策冲击加以
控制，并将这几个指标的估计结果作为稳健性控制变量给出。
( 二) 数据介绍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各地行政服务中心成立时间数据、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生产
率分布指标和反映地区产业或企业特征指标所需的企业数据、反映地区宏观环境的数据及其他
数据。
1. 行政服务中心成立时间数据
中国各地级行政区行政服务中心成立时间数据来源于网上公开资料，这些公开资料主要如下: 一
是政府官方公开的信息，包括行政服务中心网站的介绍、政府发布的官方文件、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和
各地年鉴资料等; 二是百度百科; 三是新闻媒体的报道。如果通过上述三个渠道仍无法查找到成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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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在行政服务中心基础上建立了行政审批局( 或称为“审批服务局”) ，如 2014 年，天津滨海新区和银川市相
继成立了行政审批局。2015 年 3 月，中央确定在天津、河北、山西、江苏、浙江、广东、四川、贵州八省份开展“审管分离”试点，
此后多地成立了行政审批局。行政审批局使行政审批由行政服务中心空间上的集中进阶到行政许可权力的相对集中，可以视
为行政服务中心的升级版。但由于受到数据的制约，本文目前还无法进一步分析行政审批局对企业行为和产业发展等的影
响，有待未来数据得到更新和补充。我们认为在现有状态下研究行政服务中心的经济影响对后续行政审批局的研究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
Syverson( 2004b) 以及 Balasubramanian 和 Sivadasan( 2009) 将该指标视为沉没进入成本。
事实上 2006—2007 年也经历了新一届( 省级) 党代会的召开。
间信息，则使用毕青苗等( 2018) 公开的中国地级行政审批中心数据库进行补充。① 需要说明的是:
( 1) 一些地区新近成立的行政服务中心只是原行政审批机构的重新迁址或者更名，因此本文尽可
能地追溯到当地最早成立的集中行政审批办事机构，记录其成立时间; ( 2) 一些地区为更好地吸引
外资，在更早年份成立了专门服务外商的行政审批机构，②这些针对外商的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主
要是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影响较小，因而不属于本文所研究的行政服务中心的范畴。
历年中国地级行政区行政服务中心成立数量见图 1。最早成立行政服务中心的地级城市是广
东省江门市，成立时间为 1997 年 2 月，此后集中行政审批服务机构开始在各地兴起，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各地设立的行政服务中心数量急剧增加，2001 年和 2002 年是行政服务中心成立数量
较多的两个年份。截至 2007 年底，成立行政服务中心的地区有 269 个，这说明绝大多数地区的行
政服务中心成立于 2007 年之前。截至 2017 年，334 个地级行政区中成立行政服务中心的有 327
个，仅有 7 个地区尚未成立行政服务中心。
图 1 历年中国地级行政区行政服务中心成立数量
资料来源: 根据相关资料整理绘制。
2. 企业数据
通过查阅国内外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到目前为止，被广泛使用的权威性企业数据依然来自
1998—2007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而更新至 2013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因数据完善度、统计口径
变更以及不同年份企业匹配度等问题使用得相对较少。③ 参照最新的国内相关研究，本文首先基于
1998—2007 年的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次利用更新至 2013 年的企业数据对主要结论进行了稳健
性检验。参照通常的做法( Brandt 等，2012; 聂辉华等，2012; Ju 和 Yu，2015) ，本文删除一些关键指标
缺失或者为负值的样本，包括工业增加值、中间投入、工业总产值、从业人员、固定资产，还包括行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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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集的数据与毕青苗等( 2018) 公开的数据在部分地区存在差异，对存在差异的地区，本文再次进行公开资料的检
索，以使收集的信息尽可能反映真实的情况。此外，毕青苗等( 2018) 公开的数据缺失了部分地区的信息，包括巢湖、双鸭山、宜春、
抚州、商洛、鄂尔多斯、东莞、河池和阿坝州，本文对此进行了补充。
如深圳早在 1995 年就成立了深圳市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但其行政服务中心成立于 2004 年。
本文利用知网数据库，使用关键词“工业企业数据库”对 2018 年发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经济
学( 季刊) 》《世界经济》等期刊上的论文进行了检索，发现绝大部分文献使用的是 2008 年以前的数据，占全部文献的比例超过
70% ，只有部分文献使用了 2008 年之后的数据进行稳健性分析。
码和地区代码缺失的样本; 参照 Brandt 等( 2012) ，进一步删除从业人员数小于 8 人的企业，因为这些
企业适用不同的法律体系; 2004 年的工业增加值参照聂辉华等( 2012) 的研究，使用如下公式计算: 增
加值 =销售收入 －期初存货 +期末存货 －中间投入 +增值税; 1999 年和 2002 年使用职工人数作为从
业人员数的替代指标，对其他年份部分企业从业人员数缺失的情况也采用相同的办法处理; 由于行业
分类标准调整，部分行业在 2003 年以后不再属于制造业，考虑到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删除这些行
业。① 考虑到与其他文献的比较，同时删除金属废料和碎屑的加工处理( 代码为 4310) 和非金属废料
和碎屑的加工处理( 行业代码为 4320) 这两个行业; 企业匹配、实际资本存量和投资的计算主要参考
Brandt 等( 2012) 的方法，由于 Brandt 等( 2012) 未提供 2007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参照 Ju 和
Yu( 2015) 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07 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此外，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地级行政区，因而还剔除了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的数据，同时删除了省直管县( 或县级
市) 的数据。经过上述数据处理后，数据库共包括 1685585 个观测值，合计有 448078 个企业，平均每
家企业在数据库中出现的年份约为 4 年。根据处理后得到的相关企业数据计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
率，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企业生产率分布，同时计算得到反映地区产业或企业特征的指标。
3. 其他数据
反映地区宏观环境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1999—2007 年) ，1998
年的数据用该地区所在省份相应指标的增速来推算，省份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市场化指
数数据来源于樊纲等( 2011) 计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地方主政官员的任期和年龄数据来自择城网
和网上其他公开资料。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逐步引入地区产业或企业特征变量、地区宏观环境变量对式( 1) 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1。
考虑到如果企业数量较少，使用企业生产率分布指标将会出现偏差，为此本文删除了地区企业数量低
于 10 家的样本。从回归结果看，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显著降低了企业生产率的离散程度。列( 1) 未
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只考虑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行政服务中心的系数估计值为 － 0. 0313，
在 5%的水平下显著。列( 2) 引入了地区产业或企业特征变量，列( 3) 引入了地区宏观环境变量，列
( 4) 对这两者都进行了控制，参数估计值仍然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且估计值大小变化不大。以
上证实了本文前述的推断，即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能够降低企业生产率分布的离散程度。
表 1 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Center
－ 0. 0313＊＊
( 0. 0131)
－ 0. 0331＊＊
( 0. 0130)
－ 0. 0354＊＊
( 0. 0145)
－ 0. 0358＊＊
( 0. 0143)
Scale
－ 0. 0348
( 0. 0333)
－ 0. 0290
( 0. 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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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行业包括亚麻纤维初步加工业( 1713) ，苎麻纤维初步加工业( 1714) ，其他纤维原料初步加工业( 1719 ) ，摩托车修理
业( 3783) 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修理业( 4280) 。
续表 1
变量 ( 1) ( 2) ( 3) ( 4)
KL
0. 0906
( 0. 0628)
0. 0734
( 0. 0450)
Export
－ 0. 0988＊＊
( 0. 0472)
－ 0. 0742＊＊
( 0. 0378)
Population
0. 0144
( 0. 0790)
0. 0332
( 0. 0781)
Pergdp
0. 2731
( 0. 2014)
0. 2437
( 0. 1907)
Structure
－ 0. 5804＊＊＊
( 0. 1430)
－ 0. 5320＊＊＊
( 0. 1409)
Loan_to_deposit
0. 1317＊＊
( 0. 0535)
0. 1340＊＊＊
( 0. 0496)
FDI
－ 0. 0002*
( 0. 0001)
－ 0. 0002
( 0. 0001)
Infrastructure
0. 0007
( 0. 0172)
－ 0. 0059
( 0. 0165)
Market
－ 0. 0283＊＊＊
( 0. 0107)
－ 0. 0235＊＊
( 0. 0102)
Constant
0. 9878＊＊＊
( 0. 0072)
0. 8038*
( 0. 4225)
－ 1. 2833
( 1. 9145)
－ 1. 3158
( 2. 1833)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3180 3180 3001 3001
Ｒ2 0. 4519 0. 4625 0. 4822 0. 4889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从经济显著性来看，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使企业生产率标准差下降约 0. 03，约占第三产业比
重系数的 6%，这意味着行政服务中心对企业生产率分布所产生的效应相当于第三产业比重提高 6
个百分点。因此，就经济显著性来说，行政服务中心对企业生产率分布所产生的效应也是非常显
著的。
模型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与已有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出口企业数量越多、第三产业比
重越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的生产率离散程度越低，而存贷比越高反而提高企业生产率
分布的离散程度，可能的原因是存贷比指标反映的是贷款相对于存款的多少，这个指标并没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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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贷款的效率。如果贷款流向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企业，则会使资源错配越发严重，企业生产率分
布的离散程度也会较高。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尽管也基本符合预期，但回归结果并不显著。
( 二) 稳健性检验
对以上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检验。
1. 样本自选择
行政服务中心更便捷的审批流程可能会诱使企业向成立行政服务中心的地区进行迁移，从而
使基准回归结果高估了行政服务中心的政策效应。基于此，参照王永进和冯笑( 2018 ) ，本文删除
了成立时间晚于该地区行政服务中心成立时间的企业样本和企业注册地址发生变更的样本，再重
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2 第( 1 ) 列所示，估计参数显著为负，绝对值略大于基本回归模型的估计
结果。
2. 更换被解释变量
在基本回归模型中，地区层面的生产率分布指标是以收入份额作为权重加总的地区行业生产
率标准差，本文还使用其他指标来衡量生产率分布: ( 1) 以劳动力份额为权重计算地区层面的生产
率分布，( 2) 计算企业生产率分布 90 ～ 10 分位差，( 3) 使用 LP 方法计算企业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
计算企业生产率分布，回归结果分别对应表 2 列( 2) 至列( 4) ，行政服务中心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
小于零。
3. 扩展样本
正如前文所述，1998—2007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质量较高，仍然是目前使用最为广
泛的微观企业数据库，而更新至 2013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存在关键指标缺失、统计口径变更和匹
配企业数量较少等问题。尽管如此，本文仍然尝试将企业样本数据扩展至 2013 年，以验证本文基
本结论的稳健性。① 回归结果见表 2 列( 5) ，行政服务中心的估计参数仍然显著为负。
4. 其他政策冲击
表 2 列( 6) 是考虑了国有企业改革、加入 WTO 和主要领导的更迭变化后的估计结果，能够看
出即使控制了这些因素，行政服务中心对企业生产率离散程度的负向效应仍然在 10% 的水平下显
著。在这些因素中，除了国有企业比重，其他因素都对被解释变量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国有企业
数量比重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说明国有企业比重越高，企业生产率离散程度越高，这与其他研
究者的结论一致( Hsieh 和 Klenow，2009; Brandt 等，2012) 。
表 2 稳健性检验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样本选择 劳动力权重 分位差 LP 方法
1998—2013
年样本
政策冲击
Center
－ 0. 0398＊＊＊
( 0. 0135)
－ 0. 0230＊＊
( 0. 0100)
－ 0. 0809＊＊
( 0. 0337)
－ 0. 0353＊＊
( 0. 0156)
－ 0. 0339＊＊＊
( 0. 0118)
－ 0. 0332*
( 0. 0177)
其他政策冲击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基本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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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照相关文献，本文对更新至 2013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缺失的关键指标进行了细致的处理，具体处理过程可向
本文作者索取。
续表 2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样本选择 劳动力权重 分位差 LP 方法
1998—2013
年样本
政策冲击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3001 3001 3001 3001 4617 2136
Ｒ2 0. 5382 0. 5834 0. 5244 0. 4948 0. 4750 0. 5016
5. 安慰剂检验
本文设计了两个安慰剂检验，一是对于 1998—2007 年设立行政服务中心的地区随机改变其设
立的时间，二是随机改变设立中心的地区，而设立的时间不变，进行上述回归，每个检验重复进行
500 次得到系数估计值的概率分布。两个安慰剂检验得到的系数分布分别为图 2 的( a) 和( b) ，图
中的直线为基本回归结果中的系数值( － 0. 0358) ，能够看出该直线在两幅图中都位于左侧尾部。
进一步计算，在图 2( a) 中小于 － 0. 0358 的观测值数量是 11 个，图 2( b) 中小于 － 0. 0358 的观测值
数量是 2 个，分别占全部样本的 2. 2% ( 11 /500) 和 0. 4% ( 2 /500) ，都小于 5% 的临界值水平，本文
的回归结果通过了安慰剂检验。
图 2 安慰剂检验
( 三) 内生性
行政服务中心是地方政府的一项制度创新，在中央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前，设立行政服
务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的自发之举，即使在中央全面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后，设立
集中审批服务机构也不是中央对地方的强制要求。因此，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在那些企业生产率
分布更集中的地区，当地政府更倾向于设立行政服务中心。此外，一些遗漏的因素，如省级层面的
政策，既会影响地方设立行政服务中心，也会对企业的生产率分布产生影响，这两种可能存在的情
况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参照朱旭峰和张友浪( 2015) 、毕青苗等( 2018) 的研究，引入同
省份其他地区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率作为本地是否建立行政服务中心的工具变量。与毕青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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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引入的工具变量是剔除相邻地区之后所在省份其他地区的行政服务
中心设立率( Ｒatio_near) 。相邻地区间存在较为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如地方政府间的引资竞争
等，如果使用同省份其他地区的行政服务中心设立率作为工具变量，排他性假设可能会被违背。①
而同省份不相邻的其他地区，既与本地区存在差异更大的要素禀赋，社会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也
更弱，同时两地区之间仍存在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效应和学习效应( 朱旭峰、张友浪，2015 ) 。此外，
本文将与所在省份最早成立地区的距离( 对数) 和成立时间的交互项( Distance) 作为另一个工具变
量。显然，与学习对象的距离越近，设立行政服务中心的可能性越大( 毕青苗等，2018) 。
由于本文所要考虑的解释变量是一个虚拟变量，为避免直接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带来的
禁止回归( Forbidden Ｒegression) 问题，②根据 Angrist 和 Pischke( 2009) 的建议，本文在第一阶段用
Probit 模型对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在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得到的拟合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工具变
量回归。表 3 报告了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列( 1) 是第一阶段用面板 Probit 模型对工具变量进行
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第一个工具变量显著为正，第二个工具变量显著为负，说明同省份其他地区
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率越高，与同省份最早设立行政服务中心的地区距离越近，当地设立行政服
务中心的可能性也越大。列( 2) 使用列( 1) 的拟合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2SLS 估计，回归结果显著
为负。列( 3) 、列( 4) 和列( 5) 使用替代被解释变量，分别使用劳动力权重、分位差和 LP 方法计算
表 3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 5)
Probit IV － 2SLS 劳动力权重 分位差 LP 方法
Center
－ 0. 3107＊＊＊
( 0. 1104)
－ 0. 1354＊＊
( 0. 0573)
－ 0. 5396＊＊
( 0. 2173)
－ 0. 2301＊＊
( 0. 1175)
IV1: Ｒatio_near
7. 2482＊＊＊
( 1. 2536)
IV2: Distance
－ 0. 2864＊＊
( 0. 129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2137 2136 2136 2136 2149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统计量 53. 34 53. 34 53. 34 52. 13
Anderson-Ｒubin Wald 检验( Chi-sq) 10. 39＊＊＊ 7. 24＊＊＊ 7. 87＊＊＊ 4. 73＊＊
注: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统计量的原假设是工具变量为弱识别，Stock-Yogo 检验 10% 的临界值是 16. 38; Anderson-Ｒubin
Wald 检验的原假设是内生回归元的系数均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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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地方间的相互竞争，邻地的政府服务效率会对本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因而直接使用同省份其他地区行
政服务中心设立率作为工具变量可能会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造成影响。这一点感谢审稿专家的有益批评与建议。
此处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和有益建议。
企业生产率分布的离散程度，IV 方法的回归结果仍然支持本文的论点，即设立行政服务中心显著
地降低了企业生产率分布的离散程度。综上，本文的假说 1 得到了充分验证。
五、机制检验
为验证本文的假说 2 和假说 3，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Yjt = λ0 + λ1L. TFPj·Centerit + λ2L. TFPj + α3Centerit + Sjtρ + Xitβ + γ j + δt + μ jt ( 2)
其中，根据下文分析目的，Yjt 分别表示 j 企业 t 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jt ) 、企业是否退出
( Exitjt ) 、企业技术创新和企业的管理成本( Costjt ) 。L. TFPj 表示 j 企业 t － 1 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
如果企业在 t 时期存在，而在 t + 1 时期及之后都不在数据库中出现，则 Exitjt为 1，否则为 0。Sjt表
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γ j 表示企业固定效应，其他符号的含义与式( 1) 相同。式( 2) 使用行政服
务中心与企业上一期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交互项( L. TFPj × Centerit ) 作为解释变量，显然如果 λ1
都显著小于零，则本文所检验的影响机制成立。
在式( 2) 中，TFPjt用 OP 方法计算得到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Costjt 分别使用管理成本，
管理成本、财务费用与销售费用三者之和，以及这两项成本的人均指标。同时，本文选取企业年
龄、企业年龄平方、出口密集度、雇工数量、人均资本存量、国有资本比重、外资比重以及企业获得
的政府补贴收入作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这里首先来验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激励效应是否存在，回归结
果见表 4 列( 1) 至列( 3) 。列( 1) 未加入控制变量，只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交互项
的参数估计值为 － 0. 0298，在 1% 的水平下显著。列( 2 ) 引入了企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
量，列( 3) 进一步引入稳健控制变量，参数估计值变化不大，且仍然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
说明相较于高生产率企业，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确实使低生产率企业更加努力地提升其生产率
水平。
表 4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 TFP 和企业退出的影响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企业 TFP 企业 TFP 企业 TFP 企业退出 企业退出 企业退出
L. TFP × Center
－ 0. 0298＊＊＊
( 0. 0082)
－ 0. 0289＊＊＊
( 0. 0087)
－ 0. 0362＊＊＊
( 0. 0096)
－ 0. 0196＊＊＊
( 0. 0021)
－ 0. 0129＊＊＊
( 0. 0019)
－ 0. 0116＊＊＊
( 0. 0017)
L. TFP
0. 1502＊＊＊
( 0. 0081)
0. 1522＊＊＊
( 0. 0081)
0. 1457＊＊＊
( 0. 0087)
－ 0. 0052＊＊＊
( 0. 0017)
－ 0. 0046＊＊＊
( 0. 0015)
－ 0. 0045＊＊＊
( 0. 0015)
Center
0. 0984＊＊＊
( 0. 0273)
0. 0902＊＊＊
( 0. 0275)
0. 1062＊＊＊
( 0. 0316)
0. 0514＊＊＊
( 0. 0071)
0. 0354＊＊＊
( 0. 0071)
0. 0359＊＊＊
( 0. 0082)
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控制变量: 地区宏观环境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稳健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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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企业 TFP 企业 TFP 企业 TFP 企业退出 企业退出 企业退出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1157844 1117178 1014422 941967 902334 804140
Ｒ2 0. 7874 0. 7906 0. 7887 0. 3657 0. 3793 0. 3833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表 4 列( 4) 至列( 6) 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市场选择效应进行了验证，使用的是线性概率模型
( LMP) 。列( 4) 只考虑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列( 5) 、列( 6)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控制
变量，回归结果为负，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相较于高生产率企业，设立行政服务中心使
低生产率企业更可能被淘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市场选择效应存在。①② 因此，本文的假说 2 得
到验证。
对假说 3，本文首先检验的是，面对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带来的更大竞争压力，低生产率企业
是否存在进行更大的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王永进和冯笑( 2018 ) 提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能够
促进企业创新，使用的是行政服务中心成立时间为 2002 年的地区企业样本，并以成立时间晚于
2007 年的地区企业作为对照组。本文首先利用所有样本对这一命题进行验证，表 5 列( 1 ) 、列
( 2) 使用企业的申请专利数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引入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
果显示系数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对企业创新可能有正向的促
进作用。
进一步，本文检验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的技术创新是否存在差异
性激励效应。显而易见，如果改革使低生产率企业更愿意进行技术创新就会降低总体企业生产
率分布的离散程度，相反则会增大企业生产率的分布。这里分别用企业的申请专利数、新产品
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研发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对( 2 ) 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见表 5 列( 3 ) 至
列(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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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的是全部国有及非国有规模( 500 万元) 以上企业，本文所定义的企业退出并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退出。为了尽量避免误差，除了本文对退出所做的严格界定之外，还删除了销售收入小于 500 万元的企业，利用这一
新的样本对本文的选择效应进行重新检验，实证结果仍然支持本文结论，详细回归结果可以联系作者。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
和建议。
正如审稿专家所提到的，激励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存在两种可能: 一种是行政服务中心提高了低生产率企业的生
产率水平，同时使那些难以实现生产率提升的低生产率企业退出的可能性增大; 另一种是行政服务中心降低了前期高生产
率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同时使其退出市场的可能性减小。基于直观数据未显示高生产率企业生产率降低的现象，本文倾向
于前一种可能。进一步，本文根据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进行分组，每组设置一个哑变量，将企业前一期的分组变量与中心变
量( Center) 进行交互，并以中位数附近( 40 分位至 60 分位) 的企业为基准组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激励效应对上述两
种可能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市场选择效应对第一种可能起着更重要的作用。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未展示，如有需要可向
作者索取。
表 5 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创新影响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专利 专利 专利 专利
新产品
产值比例
新产品
产值比例
研发支出 研发支出
L. TFP × Center
0. 1628＊＊
( 0. 0687)
0. 0185
( 0. 0717)
0. 0013*
( 0. 0007)
0. 0003
( 0. 0006)
0. 0126
( 0. 0136)
0. 0125
( 0. 0136)
L. TFP
0. 2049＊＊＊
( 0. 0529)
0. 2330＊＊＊
( 0. 0568)
0. 0002
( 0. 0005)
0. 0007
( 0. 0005)
0. 0109
( 0. 0117)
0. 0152
( 0. 0119)
Center
0. 1978*
( 0. 1119)
0. 1781*
( 0. 1057)
－ 0. 2946
( 0. 2256)
0. 0526
( 0. 2306)
－ 0. 0037
( 0. 0024)
0. 0002
( 0. 0022)
－ 0. 0680*
( 0. 0406)
－ 0. 0417
( 0. 0383)
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控制变量:
地区宏观环境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稳健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1578532 1509271 1158038 1014569 1039932 913096 433411 419165
Ｒ2 0. 3748 0. 3788 0. 3946 0. 4072 0. 6347 0. 6520 0. 8154 0. 8174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表 5 的回归结果均显示交互项系数为正，在不对控制变量加以控制的情况下，列( 3) 和列( 5)
的回归结果甚至是显著的。在引入控制变量后，所有回归的交互项都不再显著。综合以上结果，
说明总体而言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可能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这种效应并不存
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别地，低生产率企业并未显示更强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换言之，也就是这里
检验不到企业生产率分布的改善是来自低生产率企业比高生产率企业有更强的技术创新激励效
应。如此，低生产率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则可能源于管理效率的改进。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否使低生产率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进
行管理创新、降低管理成本进行验证。表 6 分别使用管理成本，管理成本、财务费用与销售费用三
者之和( 总成本) ，人均管理成本，以及这三项成本的人均总成本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式( 2 ) 进行回
归。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交互项估计值全部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结合以
上对技术创新的回归并不显著的结论，①说明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对低生产率企业的激励更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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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也分别使用企业的申请专利数、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和研发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均显示
交互项系数为正，且均不显著，这说明本文所考虑的激励效应并不是通过企业的技术创新来实现的。详细回归结果可联系作者。
映在促进管理创新、降低管理成本等效率改进方面。因此，本文的假说 3 成立。至此，本文的研究
假说全部得到验证。
表 6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管理成本的影响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管理成本 管理成本 总成本 总成本
人均
管理成本
人均
管理成本
人均
总成本
人均
总成本
L. TFP ×
Center
0. 0566＊＊＊
( 0. 0061)
0. 0272＊＊＊
( 0. 0054)
0. 0617＊＊＊
( 0. 0068)
0. 0280＊＊＊
( 0. 0061)
3. 4183＊＊＊
( 0. 9416)
6. 8210＊＊＊
( 1. 4044)
4. 0085＊＊＊
( 1. 0457)
7. 7930＊＊＊
( 1. 5599)
L. TFP
0. 0527＊＊＊
( 0. 0053)
0. 0500＊＊＊
( 0. 0049)
0. 0623＊＊＊
( 0. 0062)
0. 0614＊＊＊
( 0. 0058)
0. 7886
( 0. 6342)
1. 6586*
( 0. 9901)
0. 7347
( 0. 7042)
1. 6796
( 1. 1027)
Center
－ 0. 1758＊＊＊
( 0. 0199)
－ 0. 0869＊＊＊
( 0. 0182)
－ 0. 1765＊＊＊
( 0. 0211)
－ 0. 0776＊＊＊
( 0. 0198)
－ 9. 0664＊＊＊
( 2. 4285)
－ 19. 8319＊＊＊
( 3. 6041)
－ 10. 6933＊＊＊
( 2. 6968)
－22. 6632＊＊＊
( 4. 0016)
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控制变量: 地
区宏观环境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稳健控制
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企业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1157941 1014492 1157509 1014133 1157509 1014133 1157442 1014078
Ｒ2 0. 8440 0. 8576 0. 8638 0. 8782 0. 2144 0. 2457 0. 2077 0. 2392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所有成本指标均使用各省份的 CPI 进行去价格处理，管理成本和三项总成本使用的是
对数指标。
六、结论与讨论
中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于 2001 年全面启动，至今改革仍在深入推进。如何考察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对继续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撑，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
题。本文以行政服务中心为例，分析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影响。本文逐个收
集并分析了全国 300 多个地级行政区行政服务中心成立时间的信息，同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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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计算了每个地区两位数行业的生产率分布指标，并将其加总到地区层面。本文基于这些现实数
据的实证研究显示，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生产率分布的离散程度，因此有助于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其影响机制如下。一是激励效应，即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使在位企业面临潜
在进入企业的进入威胁和竞争压力，其中低生产率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为摆脱竞争，低生
产率企业会更加努力地提升其生产率水平，而高生产率企业提升生产率的动力则相对较弱。二是
市场选择效应，即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所带来的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低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
额逐步萎缩并最终退出市场。两个效应都会使企业生产率分布的离散程度下降。进一步，本文深
入挖掘了企业生产率分布演变的微观机制。实证研究表明，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并未使低生产率
企业相较于高生产率企业更多地进行技术创新，其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是通过挖掘内部潜力、改善
企业管理，以实现企业管理成本的降低和管理效率的提升。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理解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对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的现实意义相对简单明了。首先，充分肯
定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改进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为继续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
科学依据。而根据作用机制，以下措施均有助于改进生产率分布: 推进简政放权，加快升级“放管
服”改革，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继续清理、精简不合理的行政审批项目，全面彻底清理缺
乏法律依据的非行政许可项目，防止取消的非行政许可项目死灰复燃; 进一步优化提升行政服务
中心的“一站式”功能，大力发展电子政务，推行网上审批，建立网上政府，提升行政审批的效率;
等等。其次，充分认识到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并不局限于技术创新，管理对效率的改进也同样重
要。现实中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企业可能受制于自身条件，特别是中小企业短期内可能难以通过
显著的技术创新以提升生产率，因此进一步激励这些企业的管理效率提升等也是重要的发展途
径。最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具有促进生产率提升的效应，但并不意味着由此就能有效推进前沿
技术创新。实际上，本文的分析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项制度改革对技术创新的促进存
在局限性。特别是，本文并未检验出行政审批中心的成立对企业技术创新有充分显著的促进效
应，本文的分析显示该项制度改革对资源配置的改进更多来自低生产率企业的管理效率改进。
因此，如何才能激励企业，特别是高生产率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则需要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改革措
施。这也需要研究者对不同的改革措施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检验。此外，不同的改革措施对不
同规模和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城市而言其技术激励效应和效率激励效应也可能不同，这些均有待
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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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form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 and the
Evolution of Enterprises'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GUO Xiaonian ( Xiamen University，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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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index to measure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s an important market-oriented reform，whether the administrative service center has affected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is a hot topic for researchers. This paper focuses on whether the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changes the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and what the mechanisms a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icro-
enterprise data，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dispersion
of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This conclusion is robust，and the working mechanism is the market selection effect
and incentive effect on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productivity levels. Further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enterprise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reform. The dispersion of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is reduced mainly through the low-productivity
incumbents improving management methods and reducing their management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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